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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治理和安全利用重金属污染水稻土过程中，氮素营养的快速诊断是制定合理施肥措施的基础。叶绿素

测定仪 SPAD已广泛应用于非污染耕地土壤中玉米、小麦和棉花等作物的氮素营养诊断，然而针对镉污染条件下的不

同类型水稻土，SPAD在诊断水稻氮素营养的适应性方面仍然缺乏系统研究。本研究采集了我国水稻主产区的 21种典

型水稻土，以德农 2000 为供试水稻品种，设置无镉污染、轻度镉污染、重度镉污染处理的水稻盆栽试验，研究水稻

叶片 SPAD值对镉污染水稻土氮素供应诊断和水稻产量预测的能力。结果表明：水稻土类型影响了水稻叶片 SPAD值

对不同水平镉污染的响应，土壤 pH是主控因子，其相对影响的平均值为 20%。水稻叶片 SPAD值与不同生育期水稻

籽粒氮素含量显著正相关，其中拔节期的相关系数最大；同时水稻叶片 SPAD 值与水稻营养生长期(苗期至拔节期)土

壤溶液总氮和铵态氮含量呈显著正相关，且不受镉污染程度和土壤类型的影响。总体上，不同生育期(尤其是拔节期)

水稻叶片的 SPAD值可以表征镉污染条件下不同类型水稻土氮素养分供应对水稻氮素营养的影响。 

关键词：叶绿素仪(SPAD)；镉污染；水稻土类型；土壤氮素供应；氮素营养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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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田土壤氮素养分供应影响了水稻的产量和品

质[1-2]，以高产为目标的大水大肥管理方式导致稻田

氮素负荷增加，引起水环境污染[3-4]。根据土壤供应

和作物需求制定精确施氮方案可以有效控制氮肥过

量施用问题[5-6]，而氮素的营养诊断是制定精确施肥

方案的基础[7]。 

作物叶片的叶绿素含量是衡量作物氮素营养变

化的敏感指标[8]，与叶片的光合作用强度和作物产量

密切相关。叶绿素仪(SPAD-502)通过测定作物功能叶

对红波段(波长约 650 nm)的透射强度估算叶绿素含

量[9]。叶绿素仪作为监测田间作物氮素营养状况的快

速简便方法，已广泛应用于指导水稻、玉米、小麦等

作物的田间施肥[10-16]。在美国和巴基斯坦的稻田系统

中，研究发现控制氮肥过量施用的水稻叶片 SPAD阈

值分别为 40和 37.5[17]。2005—2013年对全国土壤污

染状况的调查表明，在所有采样点(38 393个土样)中，

中度镉污染比例占 12.7%，中度以上到重度镉污染的

比例占 4.6% [18]。一方面，稻田土壤镉污染对水稻生

长产生过氧化胁迫，抑制水稻根系和叶片生长，降低

叶绿素和蛋白质含量，破坏营养元素离子通道和运输

器，导致光合速率降低，最终影响了水稻株高、分蘖、

颖花数和生物量[19-20]。另一方面，土壤镉污染影响了

土壤微生物群落组成和土壤酶活性，从而影响了土壤

氮素的转化[22-23]，并最终影响作物对氮素的吸收[24]。

研究表明，水稻叶片 SPAD值不仅能表征水稻植株氮

素营养状况和籽粒产量，也可反映稻田土壤的氮素供

应情况[25-26]。然而，叶片总叶绿素或氮含量与叶色之

间的定量关系受到作物种属[27-28]、生育期[29-30]及其生

长环境[31-32]的综合影响。我国水稻土类型多样，目前

对镉污染条件下不同水稻土中水稻叶片 SPAD 值表

征土壤氮素供应和水稻氮素营养的能力及其影响因

素，仍缺乏系统研究。 

本研究在我国东北、长江流域及东南沿海水稻主

产区采集 21 种典型水稻土，通过镉添加盆栽试验，

研究不同水稻生育期中水稻叶片 SPAD 值的动态变

化特征，分析不同镉污染水平下水稻叶片 SPAD值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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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籽粒氮素含量和产量的关系，以及与不同水稻土

中氮素供应的关系，为治理和安全利用镉污染水稻土

提供水稻氮素营养的快速诊断方法。 

1  材料与方法 

1.1  供试材料 

在我国东北、长江流域和东南沿海三大优势水稻

主产区，采集 21种典型水稻土，其基本理化性质见表

1。其中强酸性土(1个， pH＜5)占 5%，中性土(1个，

6.5＜pH＜7.5)占 5%，其余均为酸性土壤(5＜pH<6.5)。

土壤样品经风干后去除杂物，过 5 mm筛备用。供试

水稻品种为杂交稻德农 2000，全生育期 130 d，是前

期研究中筛选出来的对镉污染中等敏感的品种[33]。 

1.2  盆栽试验 

水稻盆栽试验于 2011年 6—9月在中国科学院中

山植物园(江苏省南京市)温室内进行，试验期间气温

变幅为 14 ~ 37C，日平均气温为 26.2C。试验采用 

PVC盆(口径 35 cm，底径 12.5 cm，高 30 cm)，每盆

装土 7 kg。针对 21种水稻土类型和 3个镉污染水平

设置双因素完全随机试验，每个处理设置 3次重复，

共计 63盆。镉污染处理包括无镉污染(Cd0)、轻度镉

污染(Cd1)和重度镉污染(Cd2)3 个水平。其中，土壤

轻度镉污染的镉添加量为我国酸性土壤环境质量二

级标准(0.3 mg/kg)，重度镉污染的镉添加量为二级标

准的 2倍(0.6 mg/kg)。将 CdSO4·8/3H2O溶液与土壤

充分混匀后，保持 80% 田间持水量，自然状态下老

化 3个月，然后在每盆表层土 3 ~ 5 cm处安置土壤溶

液采集器[34]。水稻移栽前一周除草并淹水 3 ~ 5 cm，

按 0.05 g/kg CO(NH2)2、0.04 g/kg Ca(H2PO4)2、0.10 

g/kg K2SO4 施入基肥，并于分蘖期和抽穗期各追施

CO(NH2)2 0.05 g/kg，移栽后全生育期保持盆钵土面

上 2 ~ 3 cm 水层。水稻种子室温浸泡 48 h，用 H2O2

消毒后置于温室进行催芽，发芽的种子旱床肥育后于

三叶一心期进行移栽，每盆 3穴，每穴 3株。 

表 1  供试水稻土的基本理化性质 
Table 1  Basic physical and chemical properties of tested paddy soils 

水稻 

产区 
地点 土壤类型 土壤 

编号 

pH 电导率
(μS/cm)

阳离子交换量
(cmol/kg) 

有机质
(g/kg)

全氮
(g/kg)

全磷
(g/kg)

全钾
(g/kg)

全铁 
(g/kg) 

全铝 
(g/kg) 

砂粒 
(mg/kg) 

粉砂粒
(mg/kg)

黏粒
(mg/kg)

海口 棕红壤性水稻土-Ⅰ HK-BRP 5.23 146 22.2 19.7 1.25 0.28 19.0 29.7 62.3 472.8 257.2 270.0

广州 红泥田-Ⅰ GZ-RP 5.18 286 7.07 23.5 1.27 0.55 40.7 11.2 72.7 734.4 156.0 109.6

清远 黄泥田-Ⅰ QY-YP 5.30 100 6.97 23.9 1.27 0.36 31.1 10.3 70.8 684.4 176.8 138.8

南宁 紫泥田-Ⅲ NN-PP 5.64 195 9.09 43.7 2.24 0.46 8.95 28.6 61.1 556.8 234.8 208.4

南宁 黄砂泥田-Ⅱ NN-YSP 5.35 113 11.2 18.4 1.09 0.36 13.5 24.6 69.8 497.2 203.6 299.2

东 

南 

沿 

海 

漳州 青府灰泥田-Ⅲ ZZ-GP 4.96 111 11.9 44.2 2.04 0.41 30.6 22.8 83.1 580.0 260.0 160.0

鹰潭 红黏性水稻土-Ⅰ YT-RCP 5.07 60 9.39 20.8 1.86 0.53 8.88 13.0 41.1 464.8 346.8 188.4

常德 红砂泥田-Ⅲ CD-RSP 5.49 103 12.4 30.4 1.63 0.37 15.9 18.8 46.1 543.2 260.8 196.0

常德 紫泥田-Ⅰ CD-PP 5.66 32 8.89 21.8 1.56 0.31 12.8 13.8 34.5 611.6 230.8 157.6

武汉 石灰泥田-Ⅱ WH-LP 6.74 94 13.3 21.0 1.31 0.88 18.7 25.5 61.9 504.4 387.6 108.0

武汉 棕红泥田-Ⅲ WH-BRP 5.20 85 9.90 34.4 1.92 0.54 14.7 22.9 56.6 216.8 524.4 258.8

重庆 黄泥田-Ⅰ CQ-YP 5.32 132 3.33 13.0 0.75 0.43 2.83 7.37 21.1 878.8 56.8 64.4

嘉兴 黄泥田-Ⅲ JX-YP 5.29 269 16.1 21.0 1.52 0.63 19.7 31.6 74.0 319.2 391.2 289.6

宣城 砂泥田-Ⅱ XC-SP 5.95 60 12.2 18.5 1.2 0.6 21.0 28.3 64.7 393.2 427.6 179.2

宣城 黄白土田-Ⅲ XC-YWP 5.41 60 10.4 26.9 1.59 0.68 12.7 18.9 48.6 259.6 517.6 222.8

常熟 黄泥土田-Ⅱ CS-YP 6.15 194 18.0 46.1 1.29 0.51 15.8 29.6 67.8 344.4 394.8 260.8

盐城 红砂壤性水稻土-Ⅱ YC-RLP 6.12 55 11.0 17.5 1.21 0.62 20.8 27.4 61.2 398.4 422.4 179.2

长 

江 

流 

域 

扬州 马肝土田-Ⅱ YZ-HLP 6.47 133 16.8 16.8 1.43 0.92 19.9 26.6 62.8 350.4 426.4 223.2

沈阳 棕壤性水稻土-Ⅱ SY-BP 6.33 114 22.0 33.9 1.74 0.58 19.3 30.0 79.8 322.8 357.6 319.6

鸡西 黑黏壤性水稻土-Ⅱ JX-BCP 5.73 156 20.0 24.0 1.12 0.58 21.6 22.7 69.0 575.6 194.8 229.6

东 

北 

地 

区 海伦 黑砂壤性水稻土-Ⅱ HL-BSP 6.10 153 14.2 33.0 0.90 0.56 21.8 23.6 67.7 571.6 300.4 128.0

注：土壤类型中Ⅰ、Ⅱ、Ⅲ分别表示基于土壤性质分组的第一类、第二类和第三类水稻土。 

 

1.3  水稻叶片 SPAD值测定及土壤溶液样品分析 

分别于 5个水稻生育期(苗期、分蘖期、拔节期、

抽穗期和成熟期)利用叶绿素仪(SPAD-502, Minolta 

Camera Co., Ltd., Japan)测定水稻植株最上一片全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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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 SPAD 值，每叶选取叶片中部、距叶鞘和叶尖各

1/3 处 3个部位测定。每盆选 3穴，每穴选 3株水稻，

每盆共计测定 27个 SPAD值，求取平均值和标准差。

同时在 5 个生育期利用土壤溶液采集器收集土壤溶

液，分析 NH4
+-N含量，表征水稻土供氮能力。所采

集的土壤溶液样品立即带回实验室，用 0.45 μm滤膜

过滤，滤液装入 15 ml聚丙烯离心管，保存于 4 ℃冰

箱中待测。土壤溶液 NH4
+-N 和全氮含量用连续流动

分析仪(BRAN+LUEBBE AA3)测定。土壤理化性质按

《土壤农业化学分析方法》[35]进行分析，其中土壤

pH按水土比 2.5︰1电位法测定，土壤颗粒组成采用

吸管法测定，土壤阳离子交换量(CEC)用 1 mol/L乙

酸铵(pH 7.0)交换法测定，土壤有机质(SOM)采用重

镉酸钾容量法–外加热法测定。 

1.4  数据处理 

为了比较不同水稻土类型中叶片 SPAD 值的变

化特征，根据土壤基本理化性质，采用主成分分析将

21种水稻土分为 3类(图 1)。第一和第二主成分解释

了土壤属性变异的 71.2%，其中第一主成分表征

CEC(相关系数 r = 0.72)、SOM(r = 0.65)及土壤黏粒

含量(r = 0.82)，第二主成分表征土壤 pH(r = 0.73)和

总氮(r = –0.67)。 

 

图 1  基于土壤性质的主成分分析对水稻土的分组 
Fig. 1  Grouping of tested paddy soils based on PCA of soil properties 

 

第一类水稻土(I)特征是较低的 CEC 和 pH，包

括：重庆黄泥田(CQ-YP)、广州红泥田(GZ-RP)、清

远黄泥田(QY-YP)、常德紫泥田(CD-PP)、鹰潭红黏

性水稻土(YT-RCP)。第二类水稻土(II)特征是较高的

CEC和 pH值，包括：海伦黑砂壤性水稻土(HL-BSP)、

南宁黄沙泥田 (NN-YSP)、盐城红砂壤性水稻土

(YC-RLP)、武汉石灰泥田(WH-LP)、扬州马肝土田

(YZ-HLP)、鸡西黑黏壤性水稻土(JX-BCP)、宣城沙

泥田(XC-SP)、海口棕红壤性水稻土(HK-BRP)、沈阳

棕壤性水稻土(SY-BP)、常熟黄泥土田(CS-YP)。第三

类水稻土(III)特征是较高的 SOM 和全氮，包括：常

德红砂泥田(CD-RSP)、宣城黄白土田(XC-YWP)、武

汉棕红泥田(WH-BRP)、南宁紫泥田(NN-PP)、漳州

青府灰泥田(ZZ-GP)、嘉兴黄泥田(JX-YP)。 

试验数据采用 SPSS 16.0 及 R 软件进行统计分

析。利用聚类推进树分析(aggregated boot tree analysis)

计算土壤属性对水稻叶片 SPAD值变异的解释量[36]。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水稻土和镉污染条件下水稻叶片 SPAD

值的动态变化特征 

图 2和表 2说明，成熟期以前，大部分水稻土中

水稻叶片 SPAD值随镉污染水平增加而下降。在轻度

和重度镉污染条件下，常德红砂泥田(CD-RSP)、漳州

青府灰泥田(ZZ-GP)、武汉石灰泥田(WH-LP)、南宁紫

泥田(NN-PP)、宣城黄白土田(XC-YWP)、嘉兴黄泥田

(JX-YP)、海伦黑砂壤性水稻土(HL-BSP)、盐城红砂壤

性水稻土(YC-RLP)中的水稻叶片 SPAD值高于无镉污

染处理；而沈阳棕壤性水稻土(SY-BP)、广州红泥田

(GZ-RP)、重庆黄泥田 (CQ-YP)、扬州马肝土田

(YZ-HLP)中的 SPAD值低于无镉污染处理。这些水稻

土类型中叶片 SPAD值的分异与单一土壤性质之间没

有显著的线性相关性，说明水稻土的理化性质共同影

响了水稻叶片 SPAD值对镉污染的响应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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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不同镉污染水平下 21 种水稻土中水稻叶片 SPAD 值随生育期的变化 
Fig. 2  SPAD values of rice leaves in different rice growing seasons in tested paddy soils under different Cd pollution levels 

 
方差分析表明(表 3)，土壤类型及其与镉污染处

理的交互作用显著影响了水稻全生育期的叶片SPAD

值；镉污染处理在水稻苗期到抽穗期显著影响了叶片

SPAD值，但在水稻成熟期影响不显著。整体而言，

水稻营养生长期(苗期、分蘖期和拔节期)叶片 SPAD

值受土壤类型和镉污染的影响程度大于生殖生长期

(抽穗期以后)。 

聚类推进树分析表明(表 4)，土壤 pH、SOM 和

CEC 对水稻叶片 SPAD 值相对影响的平均值分别为

20.0%、16.3% 和 13.4%，较大，在水稻营养生长期

间(苗期至拔节期)，土壤 pH 对水稻叶片 SPAD 值的

相对影响最大(平均为 21.5%)。 

2.2  不同水稻土和镉污染条件下水稻叶片 SPAD

值与水稻籽粒及土壤溶液氮素含量之间的相

关性 

相关分析发现(表 5)，不同镉污染水平下的不同

水稻土中，水稻叶片 SPAD值与籽粒氮素浓度之间大

多呈显著正相关，其相关系数在拔节期最高(在 0.57

以上)；而水稻叶片 SPAD 值与籽粒生物量之间的相

关性大多不显著。这说明水稻叶片 SPAD值对镉污染

水稻土中水稻籽粒氮素浓度的预测能力强，但对水稻

产量的预测能力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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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水稻土类型对不同生育期叶片 SPAD 值响应镉污染特征的影响 
Table 2   Effects of paddy soil types on responses of rice leaf SPAD values to different Cd pollution levels during rice growing seasons 

水稻叶片 SPAD值响应不同水平镉污染的特征 

Cd1 < Cd0 Cd1 << Cd0 Cd1 > Cd0 Cd1 > Cd0 

水稻 

生育期 

Cd2 < Cd0 Cd2 < Cd0 Cd2 < Cd0 Cd2 > Cd0 

苗期 鸡西-黑黏壤性水稻土、沈阳-棕壤

性水稻土、武汉-棕红泥田、海口-

棕红壤性水稻土、宣城-黄白土田、

海伦-黑砂壤性水稻土、盐城-红砂

壤性水稻土、扬州-马肝土田、鹰

潭-红黏性水稻土、常熟-黄泥土田 

常德-红砂泥田、漳州-青府

灰泥田、广州-红泥田、武汉

-石灰泥田、南宁-紫泥田、

南宁-黄砂泥田、清远-黄泥

田、重庆-黄泥田、宣城-砂

泥田、嘉兴-黄泥田 

无 无 

分蘖期 常德-红砂泥田、常德-紫泥田、广

州-红泥田、南宁-黄砂泥田、清远

-黄泥田、武汉-棕红泥田、重庆-

黄泥田、海口-棕红壤性水稻土、

海伦-黑砂壤性水稻)、盐城-红砂

壤性水稻土、鹰潭-红黏性水稻土、

常熟-黄泥土田 

鸡西-黑黏壤性水稻土、沈阳

-棕壤性水稻土、漳州-青府

灰泥田、武汉-石灰泥田、南

宁-紫泥田、宣城-黄白土田、

嘉兴-黄泥田 

扬州-马肝土田 无 

拔节期 常德-红砂泥田、沈阳-棕壤性水稻

土、武汉-石灰泥田、南宁-黄砂泥

田、武汉-棕红泥田、宣城-黄白土

田、海伦-黑砂壤性水稻土、盐城-

红砂壤性水稻土、扬州-马肝土田 

鸡西-黑黏壤性水稻土、广州

-红泥田、南宁-紫泥田南宁-

黄砂泥田、清远-黄泥田、宣

城-砂泥田、嘉兴-黄泥田、

常熟-黄泥土田 

海伦-黑砂壤性水稻土 无 

抽穗期 常德-红砂泥田、沈阳-棕壤性水稻

土、常德-紫泥田、南宁-黄砂泥田、

清远-黄泥田、武汉-棕红泥田、扬

州-马肝土田、鹰潭-红黏性水稻

土、常熟-黄泥土田 

广州-红泥田、海口-棕红壤

性水稻土、宣城-砂泥田 

宣城-黄白土田、盐城-红砂壤

性水稻土 

漳州-青府灰泥田、武汉

-石灰泥田、宣城-黄白

土田、盐城-红砂壤性水

稻土 

成熟期 沈阳-棕壤性水稻土、南宁-黄砂 

泥田、武汉-棕红泥田、扬州-马 

肝土田 

鸡西-黑黏壤性水稻土、常德

-紫泥田、南宁-紫泥田、清

远-黄泥田、重庆-黄泥田、

嘉兴-黄泥田 

常德-红砂泥田、漳州-青府灰

泥田、武汉-石灰泥田、海口-

棕红壤性水稻土、宣城-黄白土

田、海伦-黑砂壤性水稻土、盐

城-红砂壤性水稻土、鹰潭-红

黏性水稻土 

常熟-黄泥土田 

注： Cd0、Cd1和 Cd2分别表示无镉污染、轻度镉污染和重度镉污染处理，<<表示降幅较大。 
 

表 3  水稻土类型和镉污染处理对水稻叶片 SPAD 值影响

的方差分析 
Table 3  Variance analysis of effects of soil types and Cd pollution 

treatments on rice leaf SPAD values 

影响因子 苗期 分蘖期 拔节期 抽穗期 成熟期

水稻土类型 21.43* 29.25* 28.07* 18.2* 11.7*

镉污染处理 156.48* 212.04* 94.34* 22.57* 1.89ns

土壤类型×镉污染处理 2.91* 3.61* 3.05* 3.15* 6.14*

注：*表示显著影响(P≤0.05)；ns表示无显著性影响(P>0.05)。 

表 4  聚类推进树分析土壤性质对水稻各生育期 SPAD 值

的相对影响 
Table 4  Relative influences of soil properties on variations of SPAD 

values evaluated by aggregated boosted tree 

土壤性质 苗期 分蘖期 拔节期 抽穗期 成熟期

pH 21.4% 21.5% 21.6% 16.6% 18.9%

有机质 12.4% 14.4% 13.9% 18.4% 22.4%

阳离子交换量 12.2% 14.0% 13.7% 14.2% 12.9%

水稻苗期至拔节期，叶片 SPAD 值与土壤溶液铵

态氮(NH4
+-N)和全氮(TN)含量显著正相关，但在抽穗期

和成熟期其相关性不显著(表 6)。在营养生长期，所有

处理下水稻叶片 SPAD 值与土壤溶液全氮以及铵态氮

含量的相关系数(r)达到 0.31 以上；在轻度和重度镉污

染处理下，叶片 SPAD值与土壤溶液氮含量的平均相关

系数也高于无污染处理，其中拔节期的相关系数最大，

这说明水稻叶片 SPAD 值能较好地表征水稻营养生长

期，特别是拔节期污染水稻土的氮素供应状况。 

2.3  不同镉污染水平下水稻拔节期叶片 SPAD 值

与水稻籽粒氮素含量及土壤全氮的相关性 

线性回归分析表明，在水稻拔节期，不同镉污染

水平下叶片 SPAD 值与籽粒氮素浓度极显著相关(P< 

0.01)，决定系数(R2)为 0.45 ~ 0.58(图 3)；而叶片 SP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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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的对数与土壤溶液全氮含量极显著相关(P<0.01)， R2为 0.20 ~ 0.30(图 4)。 

表 5  不同类型水稻土和镉污染水平下水稻叶片 SPAD 值与水稻籽粒氮素含量和籽粒生物量的相关系数 
Table 5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between SPAD values of rice leaves and rice grain biomass and nitrogen concentrations in different paddy soils 

and under different Cd pollution levels 

无镉污染 轻度镉污染 重度镉污染 第一类水稻土 第二类水稻土 第三类水稻土 所有处理 水稻 

生育期 GN GB GN GB GN GB GN GB GN GB GN GB GN GB 

苗期 0.45** –0.11 0.44* –0.16 0.50** –0.26* 0.44** 0.04 0.43** 0.07 0.57** –0.16 0.46** –0.05

分蘖期 0.54** –0.08 0.49** –0.23 0.40** –0.24 0.42** 0.15 0.49** 0.15 0.57** –0.33* 0.48** –0.05

拔节期 0.76** –0.04 0.68** –0.07 0.67** –0.21 0.57** 0.08 0.68** 0.19 0.65** –0.21 0.62** –0.02

抽穗期 0.46** –0.04 0.51** –0.13 0.49** –0.19 0.51** –0.16 0.56** 0.11 0.45** –0.14 0.50** –0.06

成熟期 0.39** 0.12 0.59** –0.16 0.32** –0.29* 0.36** –0.06 0.56** 0.06 0.52** –0.44** 0.50** –0.11

注：GN表示水稻籽粒氮素含量，GB表示水稻籽粒生物量；**表示极显著相关(P≤0.01)，*表示显著相关(P≤0.05)，下同。 

表 6  不同类型水稻土和镉污染水平下水稻叶片 SPAD 值与土壤溶液氮素含量的相关系数 
Table 6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between SPAD values of rice leaves and nitrogen concentrations in soil solutions in different paddy soils and 

under different Cd pollution levels 

无镉污染 轻度镉污染 重度镉污染 第一类水稻土 第二类水稻土 第三类水稻土 所有处理 水稻 

生育期 
TN NH4

+ -N TN NH4
+-N TN NH4

+-N TN NH4
+-N TN NH4

+-N TN NH4
+-N TN NH4

+-N

苗期 0.38** 0.37** 0.36** 0.46** 0.56** 0.55** 0.66** 0.62** 0.55** 0.51** 0.38* 0.38** 0.49** 0.45**

分蘖期 0.39** 0.38** 0.40** 0.31** 0.35** 0.44** 0.66** 0.65** 0.36** 0.43** 0.49* 0.48** 0.45** 0.48**

拔节期 0.49** 0.49** 0.44** 0.33** 0.55** 0.46** 0.64** 0.63** 0.47** 0.40** 0.51** 0.48* 0.50** 0.46**

抽穗期 0.13 0.03 0.26** 0.25* 0.29** 0.31** –0.13 –0.12 0.18 0.24* 0.28* 0.21 0.17 0.19

成熟期 0.10 0.08 –0.08 0.20 0.12 0.01 –0.17 –0.03 0.01 0.05 –0.02 0.04 –0.02 0.04

注： TN表示土壤溶液全氮含量；NH4
+-N表示土壤溶液铵态氮含量。 

 

 

图 3  不同镉污染水平下水稻拔节期叶片 SPAD 值与籽粒氮素含量的相关性 
Fig. 3  Relationship between SPAD values of rice leaves and nitrogen concentrations in rice grains at rice joint stage under different Cd 

pollution levels 
 

3  讨论 

3.1   镉污染对水稻叶片 SPAD值的影响 

叶绿素测定仪(SPAD)提供了简单、快速和无损

估测叶片含氮量的方法，作物氮素营养缺乏导致的叶

绿素含量下降可以被 SPAD值所表征[37]。从水稻的苗

期到成熟期，镉污染条件导致水稻叶片 SPAD值下降

(图 3)。在轻度和重度镉污染水平下，从苗期到拔节 

期(水稻营养生长期)，水稻叶片 SPAD值比无镉污染

水平分别下降了 2.84 ~ 5.90和 3.43 ~ 5.90；从抽穗期

到成熟期(水稻生殖生长期)，水稻叶片 SPAD值分别

下降了 0.32 ~ 1.05和 0.83 ~ 1.45，说明镉污染导致的

叶片 SPAD值降幅随着水稻生育期而减少。本研究结

果与 Liu等[38]的研究不同，他们发现水稻生殖生长比

营养生长对重金属污染的敏感性更强，这可能与本研

究采用了对镉污染中等敏感的水稻品种有关。土壤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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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不同镉污染水平下水稻拔节期叶片 SPAD 值与土壤溶液全氮含量的相关性 
Fig. 4  Relationship between SPAD values of rice leaves and total nitrogen concentrations in soil solutions at rice joint stage under different Cd 

pollution levels 
 

污染能够引起植物膜脂过氧化、酶活性减弱，从而抑

制植物的光合作用[39]，同时植物吸收的镉能引起植

物体内叶绿素的分解而导致叶片黄化[40]，因此土壤

镉污染降低了水稻叶片的 SPAD值。在本研究中，虽

然大多数水稻土类型在重度镉污染水平下叶片SPAD

值的降幅大于轻度镉污染水平，但也有部分水稻土类

型在镉污染条件下叶片 SPAD 值高于无镉污染条件

(图 3)。植物受到镉胁迫时，首先分泌植物螯合素

(Phytochelatins)类物质，通过络合镉降低其毒性；然

后在根内形成抗压蛋白、抗氧化物酶系以及水杨酸，

形成固定和排除镉机制[41]。本研究中，在轻度镉污

染水平下，可能未达到激发水稻启动防御镉胁迫系统

的阈值浓度；而在重度镉污染水平学下，水稻开启了

防御镉胁迫的系统，从而降低了镉对水稻植株生长的

危害，从而提高了水稻植株的光合作用。 

3.2  水稻土性质对水稻叶片 SPAD值的影响 

本研究采集了我国水稻主产区 21种水稻土进行

水稻盆栽试验，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土壤类型对各生育

期水稻叶片的 SPAD 值存在显著影响(表 2)。不同水

稻土类型中，叶片 SPAD值在不同生育期对镉污染的

响应方式不同，多数水稻土中水稻叶片 SPAD值随镉

污染的降幅在营养生长期高于生殖生长期，但有部分

水稻土在抽穗和成熟期表现出叶片 SPAD 值在镉污

染处理下升高(表 3)。由于不同水稻土中有机质含量

和 pH不同，影响了土壤对镉污染的缓冲作用，同时

水稻对镉污染的抗性和耐性也随生育期而变化，导致

不同土壤在不同生育期水稻叶片 SPAD 值响应镉污

染的变化[42]。聚类推进树(ABT)分析表明(表 3)，土

壤 pH、有机质含量和阳离子交换量是影响叶片 SPAD

值的主要因子，其中土壤 pH的影响最大(平均解释率

为 20% ± 0.02%)并主要表现在水稻的营养生长阶

段。一方面，土壤 pH显著影响了土壤溶液中养分的

离子活性变化和植物吸收过程[43-44]；另一方面，在镉

污染条件下土壤 pH显著影响了铵态氮含量和土壤氮

素供应状况[45]。在水稻营养生长期，作物对氮素养

分需求旺盛，因此土壤 pH对水稻叶片 SPAD值的影

响更为显著，这也说明需要在水稻苗期到拔节期加强

对污染水稻土酸度的调控，促进水稻生长。 

3.3  水稻叶片 SPAD 值与籽粒氮素含量和土壤供

氮能力的关系 

叶片 SPAD值可用于监测小麦、玉米、水稻、烟

草生长过程中植株体内氮素营养[46-51]。本研究发现不

同水稻土类型和不同镉污染水平下，不同水稻生育期

的叶片 SPAD 值可以预测水稻籽粒氮素浓度(表 4)。

不同作物中，利用 SPAD值进行氮素营养诊断的适宜

时期不同，张丽等[47]发现玉米叶片 SPAD差值可预测

成熟期玉米籽粒蛋白质含量，而 Carreres等[52]发现只

有在水稻分蘖中期可以利用 SPAD 值预测水稻氮素

含量并指导氮肥施用量。本研究发现，在水稻拔节期，

叶片 SPAD值与籽粒氮素浓度的相关系数最高(表 4)，

这是预测水稻籽粒氮素含量的最佳时期(图 4)。 

水稻叶色反映了其含氮化合物的含量状况，因此

土壤溶液供氮状况通过影响水稻对氮素的吸收和转

化最终影响了叶片 SPAD值的变化[53]。本研究发现，

在水稻营养生长阶段(苗期、分蘖期、拔节期)水稻叶

片 SPAD 值与土壤溶液铵态氮和全氮含量显著正相

关，而在生殖生长阶段(抽穗期、成熟期)SPAD 值与

土壤氮素供应的相关性下降(表 5)。这是由于水稻在

营养生长阶段，根系吸收的氮素主要供应转化为水稻

植株上部 3张叶片的含氮化合物，而在抽穗期以后，

根系吸收的氮素主要用于形成籽粒[53]。本研究还表

明，水稻叶片 SPAD值对土壤氮素供应状况的预测能

力不受水稻土类型和镉污染水平的影响，而且拔节期

预测的相关性在 5 个生育期中最高(表 6，图 5)。在

水稻拔节期叶片 SPAD值通常最高[48]，此时也是水稻

从营养生长向生殖生长的过渡期，因此需要加强对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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壤供氮能力的监测，及时追肥保障水稻生长。 

4  结论 

本研究针对我国水稻主产区(东北地区、长江流

域及东部南部沿海地区)的 21种典型水稻土，开展了

不同镉污染水平的水稻盆栽试验，以对镉胁迫中等敏

感的德农 2000 为供试水稻品种，研究了水稻叶片

SPAD值对镉污染水稻土氮素供应诊断和水稻产量预

测的能力。研究发现与无镉污染水平相比，21 种水

稻土在镉污染条件下水稻叶片 SPAD平均值下降，存

在镉污染与土壤类型、水稻生育期的交互影响。其中，

水稻营养生长期间(苗期、分蘖期、拔节期)叶片 SPAD

值对镉污染的响应较生殖生长期间(抽穗期、成熟期)

更为敏感，土壤 pH是影响水稻叶片 SPAD值变化的

主要土壤因子。在不同的水稻土类型和不同镉污染水

平下，水稻叶片 SPAD 值可以用于预测水稻氮素营

养，特别是在水稻拔节期，这种预测的相关性最高，

这也是水稻高产种植管理中追肥的关键时期。由于本

研究基于温室盆栽试验，需要进一步开展水稻土类

型、水稻品种、镉污染水平以及施肥水平的多因素田

间试验，验证水稻叶片 SPAD值对重金属污染的响应

关系和对土壤氮素供应的预测关系，为合理施肥、安

全利用镉污染水稻土提供快速监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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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rapid diagnosis of nitrogen nutrition status in the soil is fundamental for precise fertilization during the 

remediation and safe use of heavy metal polluted paddy soils. Determination of leaf chlorophyll content using the SPAD (soil and 

plant analyzer development) Chlorophyll Meter has been widely used as nitrogen nutrition diagnosis for corn, wheat and cotton. 

However, its applicability in rice plant is unclear for the different types of paddy soils under cadmium (Cd) pollution. In this study, 

twenty-one types of paddy soils collected in the main rice-planting regions of China were used for a pot experiment with a rice 

variety (DN 2000). Three Cd pollution treatments were established: without Cd addition (no Cd pollution), low dose Cd addition 

(slight Cd pollution), and high dose Cd addition (severe Cd pollution). Rice leaf SPAD values and nitrogen concentrations in soil 

solutions were measured at seedling, tillering, jointing, heading and mature stage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soil type had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response of rice leaf SPAD value to Cd pollution, and soil pH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with an average 

relative contribution of 20%) on the variation of SPAD value. SPAD values were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to rice grain nitrogen 

concentrations, with the highest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in the jointing stage. At the same time, SPAD values were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the total nitrogen and ammonium nitrogen concentrations in soil solutions at seedling and tillering stages, which 

was independent of Cd pollution level and soil type. In general, rice leaf SPAD value during rice growth season, especially at the 

jointing stage, could characterize the impact of soil nitrogen supply on nitrogen nutrition status of rice plant in different paddy 

soils under Cd pollution. 

Key words: SPAD (Soil and plant analyzer development); Cd pollution; Paddy soil type; Soil nitrogen supply; Nitrogen 

nutrition diagnosis 

 


